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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虚幻到務實：大躍進時期土鐵路熱潮

及其技術演進路徑

馬陵合

［提　 要］ 　 大躍進時期土鐵路熱潮，是以鋼鐵為中心、以小土群為特徵的農村工業化的產物，體現

了土洋結合、兩條腿走路的技術發展趨向。 實現車子化、軌道化，是農村民衆空間意識與時間意識

趨向城市化的一種表現，也是對新生產力和新技術的追求，展現了特殊的技術演進路徑。 土洋並

舉、從土轉洋的技術革命，一度得到政府和科研機構的支持，但因缺少持續政策保障和充足資金投

入，難以取得實效。 1960 年代以後，隨著地方鐵路管理體制的逐步成型，大多數土鐵路被淘汰，只有

那些具有明顯經濟效益的線路得以保留，並成為地方鐵路網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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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58～1960 年大躍進的浪潮中，推廣以土鐵路為重點的軌道化運輸是解决短途運輸需求的

產物，也是所謂“技術革命”①的組成部分。 隨著大躍進時期小高爐、小礦山和農村小工業的不斷湧

現，交通運輸成為工農業繼續躍進的薄弱環節。 軌道化運輸是大煉鋼鐵熱潮的伴生物，它已然成為

城鄉共同的需求。 “建設的聲音不只來自少數工業城市，而且來自許許多多過去毫無工業的窮鄉

僻壤。 這種工業遍地開花的形勢，反映在運輸上，就不僅是量的增長，而且還要求面的擴大，要求在

過去没有道路的地方開闢出道路來，在過去没有運輸力量的地方聚結起運輸力量來。”②各地發動

群衆，推出多種多樣簡便易行的軌道化運輸方式，土鐵路便是其中之一。
土鐵路是對大躍進時期地方修建簡易鐵路的泛稱，包括省政府、專區政府、縣政府和人民公社

等各級地方政府以及各類企業在國家計劃之外修建的區域性短途鐵路，其標準低於國營鐵路，也被

稱為小鐵路。 當時將以鐵軌為路軌的小鐵路稱小土鐵路，以鋼軌為路軌的小鐵路稱小洋鐵路。 大

躍進時期土鐵路熱潮，是以“小土群”為特徵的農村工業化產物，體現出土洋結合、兩條腿走路的技

術發展趨向。 從土轉洋的技術演進，基於從帶有自發性的群衆性技術革命逐步轉向政府和科研機

構支持下的技術進步這一轉變歷程，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了頗具規模的地方鐵路網。 這一歷程突

顯了中國特有的技術理性的意藴與實踐價值。 從技術演進的角度而言，存在著以土為主轉向由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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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洋的特殊路徑。 本文擬在梳理土鐵路發展歷程的基礎上，關注民眾和地方政府土鐵路技術訴求

的特定內涵，進而從政策層面解讀技術演進的發展趨勢，展現大躍進時期“技術革命”的另類面相。

一、遍及全國的大辦土鐵路

1958 年 6 月，山西省盂縣修建了一條 5.4 公里長的鐵路，被稱為第一條土鐵路。③繼盂縣之後，
甘肅渭源也修建了 5 公里長的土鐵路。④此後，全國出現了歷經數年的土鐵路熱潮。 這一時期所修

的鐵路稱為土鐵路，即用鐵鑄造的軌鋪設的鐵路，也有少數是用鐵皮木軌、甚至是瓷軌鋪設的。 這

種鐵路一般用煤氣機、柴油機和汽車改製的機車作牽引力，也有用小型蒸汽機車的。 其技術標準極

低，路軌承壓能力較低，行車速度比較慢，各種設備都比較簡陋。 同時還存在小洋鐵路，即輕軌鐵

路，用的是輕軌，運輸能力比重軌鋪設的鐵路略差。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 1959 年 12 月，全國建成和

正在施工的地方鐵路共計 422 條，總長度達 6,184 公里。 土鐵路幾乎遍及全國，線路相對較長的省

份有河北、河南、山東、山西、廣東、安徽等。 因缺乏完整的分省統計，目前只能根據有限資料，對各

省修建情況進行初步的整理和統計。 以下為 1958～1960 年部分省區地方小土、小洋鐵路簡況：
河北：大躍進時期共建窄軌鐵路 11 條，正線長 411 公里。⑤

河南：1959 年共建成 32 條窄軌地方鐵路，總長 300 多公里。 到 1960 年增加到近 800 公里。 多

數鐵路先後停辦拆除，僅保留了漯舞、濟克、開柳、新封四條鐵路。⑥

山西：1959 年已有 11 條土鐵路正式通車。⑦

湖南：1959 年至 1960 年底，全省動工修建鐵路 106 條，總長 938 公里。⑧

廣東：1959 年已有 7 條窄軌距輕便鐵路建成通車，共 111 公里；開工建設的鐵路有 26 條。⑨

福建：全省在林區和廠礦區興建 200 多公里小洋鐵路，其中 105 公里已建成通車。⑩

安徽：1959 年全部或部分通車的土鐵路有 10 條，182.5 公里。

四川：從 1959 年至 1962 年，動工興建的地方鐵路共 115 條，總長 1,198.4 公里。

廣西：建有 6 條地方鐵路，建築長度共 309.1 公里，營業長度 284.4 公里，鋪設準軌的線路長度

為全國各省（區）地方鐵路之冠。

土鐵路出現之初，其成本低且能明顯提高運輸效率，被人津津樂道。 放棄洋鐵路，既是因受制

於客觀條件，同時也在於這種技術革命方式能迅速提高生產效率，映射出大躍進時期追逐“多快好

省”的風氣。 土設備在修建時間和成本方面，都比洋設備要節省很多。 蚌埠市内建築淮河碼頭至

鐵路貨運站 1.1 公里的土鐵路，只用了 18 天。 這條鐵路建成後，每天能運送糧食、煤炭、生鐵、礦石

2,000 多噸，可以代替 1,000 輛平板車。 建設土鐵路所需要的材料和技術，也容易解决，如路軌是用

熔鐵爐以明模鑄軌的方法製造的生鐵軌，機車是用汽車、電動機、柴油機加工改製的，車輛是完全自

製的。從 1959 年 11 月至 1960 年 3 月 20 日，不到 5 個月的時間，河南全省已經建成的土鐵路達到

778 公里，製造機車 68 台（其中蒸汽機車 16 台），製造車輛 11,500 多輛（包括手推鐵軌車）。 正在

施工的線路有 58 條，全長 580.2 公里，已經建成和正在修建的土鐵路合計 1,835.2 公里，相當於省境

内國有鐵路總長的一半。當時人們似乎相信，發展小鐵路，不僅可以從根本上解决煤炭和鋼鐵等

運輸問題，而且也是“技術革命”在交通運輸業中的重要體現。
成本低，技術要求不高，為農民修路增強了信心。 小土、小洋鐵路的運輸成本，比汽車運輸成本

約低 4 倍，比畜力車約低 10～15 倍，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因陋就簡，就地取材，解决鐵路建設材料供

應與建築技術等問題。 河南漯河至舞陽的 60 公里土鐵路，是群衆利用本地生產的生鐵、木材、鐵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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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車輛自己修建起來的，從鑄鐵軌到開始營運只用了 5 個多月時間，投資 520 萬元，每公里造價僅

8 萬多元，只及大洋鐵路的 1/5 左右，而運費卻只有汽車的 13% 左右。有了土鐵路，廣大群衆就可

以從笨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 當時報刊輿論竭力將小鐵路宣傳為農民群衆心中的“幸福

路”。與此相伴生的，是群衆對小鐵路的渴望與衝動：“天不怕，地不怕，一心要搞火車化。”

始於山西盂縣 1958 年冬修建第一條土鐵路的修路熱潮，是以鋼鐵為中心、以小土群為形式的

農村工業化過程的產物。 從外在形式上而言，它具有大躍進中的“技術革命”的基本特徵。 不同

的是，實現車子化、軌道化是大躍進時期基層幹部和農民空間意識與時間意識趨向城市化的一種表

現。 農民期望土鐵路遍地開花、到處結果，“生產道路社社辦，田間運輸車車轉”的理想將在不長時

間内變成現實；在農村軌道化運輸普及之後，城鄉之間的差别將日益縮小以至於消滅，過渡到共產

主義就充滿希望。 通過土鐵路迅速實現車子化、軌道化，表面上強調了效率，實際卻是一種超越農

民經濟能力的對新生產力和新技術的追求，看似超前，實則可能“欲速則不達”。

二、政策引導下的技術革命轉向

以現在的眼光看當年的土鐵路熱潮，似乎可以將其視為地方政府或群衆自發的“躍進”思潮的

畸形產物。 但是，這可能是不全面的。 全國各地紛紛大規模建設低技術標準的小土鐵路和小洋鐵

路，是國家鐵路政策促動下產生的，並不能完全視其為地方的自發行為。
1957 年以後，中央領導層特别強調以地方和群衆的力量實現工業化。 從中央政策的傾向性而

言，以地方為單位來組織動員群衆，用豐富的勞動力替代稀缺的資本，人為地改變生產函數的技術

參數，進行資源的強制替代，以期彌補產品和要素不足的缺口。 1958 年 5 月 15 日，鐵道部部長滕

代遠代表中共鐵道部黨委，在中共八大第二次會議上作了題為《怎樣把鐵路修得快些，辦得好些》
的發言。 他提出今後 15 年内修建新鐵路 12 萬公里的計劃（原為 8 萬公里），並在發言中第一次提

出“全黨辦鐵路，全民辦鐵路”的方針，要求在計劃修建的 12 萬公里鐵路中，由地方投資修建 4 萬

或 6 萬公里。這個報告曾得到毛澤東的充分肯定。 鐵道部隨即制定出 1960 年要實現的“八八二

一四”的目標，即完成 80 億噸貨運量，修建 8 千公里大鐵路，修建 2 萬公里的土鐵路，新造 1 千台機

車，新造 4 萬輛貨車，並提出“縣縣通火車、社社有鐵路”的口號。

1958 年 12 月 5 日，在審閲修改胡喬木報送的中共中央關於 1959 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决議草稿

時，毛澤東作了這樣的批示：“同志們須知：一萬年還會有跟大企業並行的中小企業的，還會有那時

的‘小土群’和‘小洋群’，還會有‘土洋結合’這種事情。 不過那時所謂‘小土’的内容和形式，跟現

在大不相同罷了。 宇宙是一個統一的多樣化的宇宙，這是馬克思主義宇宙觀的一條法則。”吕正

操也曾説，大鐵路與地方鐵路的關係，是幹與支的關係、網與絡的關係。 地方鐵路大量發展以後，一
部分經過完善改造，逐漸構成地方鐵路網；一部分經過技術改造後，逐漸過渡為大鐵路。 由土變洋，
由低到高，由小到大，是事物發展的必然過程。 “世界是一個統一的多樣化的世界。 土和洋、低和

高、小和大，在一萬年以後還會有的。”

另一方面，鐵路管理體制也發生重大變化，開始實行中央統一領導下的地方分權制。 1958 年 4

月，鐵道部根據中央批示，規定各鐵路局等機構實行部省雙重領導體制。 同年 6 月，中共中央交通

工作部轉發鐵道部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對鐵路局、鐵路工程局、鐵路工廠、鐵路院校實行雙重

領導的分工意見》，確定地方有權使用鐵路的節餘投資和批准管内鐵路運輸，管理處級以下幹部，
鐵路計劃實行雙軌制，即鐵路的局、廠計劃，在按鐵路系統上報的同時，也納入省、自治區、直轄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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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上報，不再由鐵道部對鐵路的規劃、建設和運營進行集中統一管理。為適應各省、市、自治區

建立獨立完整的經濟體系的要求，每省都設立鐵路局。 鐵路局因此由 17 個增加至 28 個。 由於“大
躍進”中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盛行，對地方的放權没有取得預想的效果。 但是，地方卻獲得了建

設簡易鐵路的制度保障，有了專設機構負責地方鐵路建設。 1959 年，河南省交通廳增設地方鐵路

管理處，鄭州鐵路局負責技術指導和工人培訓等工作，省建設委員會統一掌握土鐵路修建的計劃、
進度，監督檢查，組織協作和經驗交流工作。河南省副省長王維群曾表示：“我的意見基本採取各

企業、各地區自辦為主、省裡補助的方針。”同年 11 月，河北省提出，“應根據當前運輸的需要，本
著土洋結合，先土後洋，依靠群衆，全黨全民辦交通的方針，以專、市、縣、社和企業為主，省予以幫

助，大搞土鐵路建設的群衆運動”。逐步明確“三主一幫”的地方鐵路建設體制，即以廠礦企業、人
民公社和專市縣為主，省予以幫助的方針，要求落實“四自”原則，“没有鐵自己鑄，没有木材自己

找，没有資金自己籌，没有技術自己學”。

1959 年 3 月 1 日，鐵道部在北京召開全國鐵路工作會議，進一步明確全民辦鐵路的方針。 4 月

21 日，吕正操副部長代表鐵道部在第二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了題為《怎樣完成今

年的鐵路運輸任務》的發言。 他提出，鐵路建設要兩條腿走路，大洋鐵路與小土鐵路並舉，大搞群

衆運動，大鬧技術革命。 11 月 16 日，鐵道部在北京召開全路領導幹部會議，根據八届八中全會精

神，作出《關於堅决保衛黨的總路線把反右傾鬥争進行到底的决議》，會議確定土洋並舉、大中小結

合、固本簡末、強幹弱枝的基本方針。從中央層面而言，已發出清晰信號，積極鼓勵各地大力發展

土鐵路。 正如當時《人民日報》評論所言：“在我們這樣一個土地廣闊、交通運輸還落後、工農業生

產又發展得很快因而運量增長得很快的國家裡，一切能够提高運輸效率的運輸工具，不管它是洋

的，還是土的，都是好的，都應該加以提倡。 車子化、木軌化、索道化還需要大力推廣，土鐵路和小洋

鐵路當然更要大辦。”

在落實這一政策時，各級地方政府自然將堅持依靠黨的領導，大搞群衆運動作為建設土鐵路的

政治保證。 1959 年下半年，安徽在懷遠、淮南、涇縣連續召開三次土鐵路現場會議，“大家進一步地

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明確了方向，樹立了旗幟。 各地原來認為興建土鐵路高不可攀的同志，這
時樹立了信心，肯定土鐵路大有可為，而積極行動起來；那些原來對大辦土鐵路抱有否定態度的同

志，在事實面前認輸了，也開始投入到大辦土鐵路的群衆運動中來了”。 “千難萬難，依靠群衆就不

難。”涇縣縣城至晏公煤礦土鐵路鋪軌時，由於鐵軌用人運，效率低，鋪軌進展很慢，涇縣縣委發動

群衆，大鬧技術革命，很快造成一種鐵輪平車，使運輸效率提高 20 多倍，鋪軌日進度由原來的 20 米

提高到 800 多米。該路全長 12.8 公里，只用 4 個多月就建成。 通車後，晏公煤礦的焦煤及山區其

他物資可經由這條鐵路運轉到各地，每日運量達 1 千餘噸。據山西晋南專署交通局報告稱，該地

區 1959 年通過簡易測量和修築技術完成地方鐵路 12 條，63 公里，其中輕便鐵路 7 條，土鐵路 5 條。
但是，技術人員中除從地質部門調來 2 名助理技術人員、公路部門調來的 2 名技術人員外，其餘 18

名全是由農村中招收來的學員。 測設工具也只有一架殘缺不全的水平儀、三根花桿和一卷皮尺。
經過 15 天的培訓即開始實測。 他們認為，地方鐵路實際是一種簡便鐵路，從技術上看，完全可以做

到邊學邊幹。

在這一特殊歷程中，農民既復活傳統經濟環境中通過“試錯”、“糾錯”形成經驗式的技術進步

路徑，同時也在地方政府引導下，通過現場交流和技術部門的專業支持，形成自下而上、上下互助的

技術進步新模式。 大躍進時期土鐵路的建設，既有農民自製鐵路設備的“創舉”，也有通過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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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組織和普及鐵路修築技術的大規模“技術革命”運動，力圖為群衆性的修築土鐵路熱潮，提供地

方性鐵路的技術標準和設備製造體系。 鐵路建設中土洋並存的特殊“技術革命”道路，遠比企業中

的“技術革命”層次更複雜，存在著多元的行為主體。 這既是鐵路自身的技術特性所决定的，也與

土鐵路發展體制緊密相連。 正是基於這種技術發展路徑，政府利用行政力量和技術資源，不斷加大

對土鐵路“技術革命”的介入程度。 土鐵路熱潮並非簡單意義上的群衆運動，它的持續發展必須要

得到外部技術力量的支持，不是單純的“閉門造車”，在外部力量介入之下，形成土洋結合、由土變

洋的發展路徑。 土鐵路的技術革命路線由土洋並舉轉向以洋為主，而非“以土為主”。
自從山西盂縣試製鐵軌成功後，國内科學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都積極進行相關技術攻關研究。

例如鐵道科學院研究院和各省市有關單位共同研究試製成每米 25 公斤工字型灰口鑄鐵軌和每米

32 公斤工字型高級鑄鐵軌，並初步設計出工字型鐵軌的抽模造型辦法。 安徽省宣稱成功製造了每

米 18 公斤的高級鑄鐵軌。 河南漯河機械廠和鄭州鐵路局科學技術研究所合作試製成每米 33 公斤

的白口鐵軌。 山東淄博市張店宏興機械修理廠採用熱處理方法試製成每米 61 公斤的重軌。 鐵軌

的質量逐漸提高，長度由最初 2 米增至五六米，最長有製成 10 米的。 各地對鐵軌使用過程中易竪

彎、扭折等疵病進行技術攻關。 這些並未被實踐所證實的技術成果，卻顯示出各方面對鑄鐵軌技術

攻關的突破充滿信心。

當時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技術難題有二：一是用鐵軌代替鋼軌的可行性；二是如何生產生鐵路

軌。 球墨鑄鐵是 20 世紀 50 年代發展起來的一種高強度鑄鐵材料，其綜合性能接近於鋼，可以用於

鑄造一些受力複雜，強度、韌性、耐磨性要求較高的零件。 所謂“以鐵代鋼”，主要指球墨鑄鐵的路

軌替代鋼軌。 相關科研機構和高校的研究重點是通過球化和孕育處理製造球狀石墨，有效地提高

了鑄鐵的機械性能，特别是提高了其塑性和韌性，從而達到比碳鋼還高的強度。
由於鋼材缺乏，不少地方使用灰口鑄鐵製造的鐵軌代替輕型鋼軌。 由於灰口鑄鐵強度低，韌性

差，容易折斷。 球墨鑄鐵在生產工藝要求以及成本上都和灰口鑄鐵相差無幾，性能卻與鋼接近。 從

強度來看，灰口鑄鐵最差，球墨鑄鐵次之，鋼最佳；灰口鑄鐵延伸率則幾乎是零，而球墨鑄鐵由於基

體組織不同，延伸率的數值變化較大，甚至可以超出鋼軌鋼的性能。 球墨鑄鐵衝擊值比鋼低，但和

灰口鑄鐵比較無疑是要高得多了。

清華大學的研究成果表明，作為重型鐵軌材料，球墨鑄鐵的主要缺點是衝擊韌性差。 但從技術

可行的角度上看，完全可生產出具有一定強度和具備衝擊韌性的球墨鑄鐵，使強度和衝擊值都能適

應要求。 在行車速度並不十分高的鐵路支線、站線、廠內支線甚至部分次要的幹線，用球墨鑄鐵鐵

軌取代鋼軌，就能使鐵路運輸能力在短期內滿足急速增加的需要。 球墨鑄鐵的生產和灰口鑄鐵大

同小異，因此從廠房設備、基本建設投資費用、建廠速度、生產原料等方面看來，生產球墨鐵鐵軌要

比生產鋼軌有利。 球墨鑄鐵的成本只有鋼軌的 30% 左右，一般的鑄工車間都能掌握它的生產工

藝，可以做到迅速推廣，遍地開花。 球墨鑄鐵鐵軌壽命可能比鋼軌低，但在三、五年以後，隨著大批

軋鋼廠的建成，生產球墨鑄鐵鐵軌的車間也能立即改成普通的鑄工車間，繼續生產。

1958 年 10 月 26 ～ 31 日，國家技術委員會、鐵道部在北京召開了推廣球墨鑄鐵鐵軌的現場會

議。 各省市自治區的交通工作部或交通廳、鐵路局和有關高等校院、研究單位都派專家參加此次會

議。 會議認為，球墨鑄鐵鐵軌在技術上是可行的，它不僅能用做輕軌，而且能代替部分重軌，可在某

些支線、專用線、站線，也可在速度在每小時 30 公里左右、機車軸重不大、運輸不繁忙的地方土鐵路

上鋪設使用。 在製造技術上，除壓力加鎂外，和普遍鑄造一樣，一般的鑄造車間都可以生產；壓力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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鎂的技術也不複雜，只要三、五天實習操作就能掌握，可以普遍推廣。 但這畢竟是一項新的技術，要
加強試驗和研究工作，制訂相應技術標準。 為了有效地開展這項工作，會議决定以清華大學為主，
進一步改進球墨鑄鐵鐵軌，主要進行降低用鎂量及土法煉鎂的試驗研究。 會後有幾十人留在清華

大學進行實習。

1960 年 1 月，鐵道部在蚌埠召開全國地方鐵路技術經驗交流現場會議，共有來自 27 個省、市、
自治區的 596 人參加。 這是第一次地方鐵路行業的全國性會議，受到黨中央的高度重視。不過，
此時所稱的地方鐵路仍然是指小土鐵路和小洋鐵路。 時任鐵道部副部長吕正操曾説：“我講的地

方鐵路是指地方自辦的小土、小洋鐵路。”

蚌埠會議總結了各地地方鐵路的工作經驗，充分肯定其優越性，進一步明確了地方鐵路“自立

更生，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陋就簡，逐步提高”的發展原則。 在蚌埠現場會議上，鐵道部提出，對
於土鐵路的技術標準和技術條件不應統得過死，定得過嚴，不能束縛群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此次

會議認為主要應確立兩個方面的技術標準：一是軌距，二是相關的技術設備和技術條件。 對於軌

距，建議採用 1,435、762 毫米兩種軌距。 同時，擬定了地方鐵路勘測設計的技術條件、各種鐵軌的

鑄造工藝、機車車輛製造、修理、施工管理和運輸組織工作等五個技術文件。 會後，出版了《全國地

方鐵路建設經驗》一書。 郭魯副部長在會議結束時指出：“人民公社所辦的鐵路像鐵路網的微血管

一樣，它一方面聚集物資，供應城市和廠礦，另一方面接運物資，供應人民的需要。”修建地方鐵路，
絶不是臨時性措施，需要準備向大鐵路過渡。

會後，中央通過批示的方式對此次會議予以高度肯定，“鐵道部黨組關於全國地方鐵路技術經

驗交流現場會議的報告寫得很好，所總結的經驗在有條件的地方都應當推廣。”並進一步明確了地

方鐵路發展的原則，即“各地在修建地方鐵路的時候，應當作出規劃，貫徹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自
力更生的原則。 地方鐵路原則上由地方負責領導和管理；由鐵道部歸口負責技術指導，交流經驗，
培養幹部。 地方鐵路所需各種小型機車，由國家經委統一安排”。 鐵道部隨即組織鐵路科研部門、
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開展科研攻關。 國家科委也將地方鐵路技術問題列入 1960 年國家科學技術

研究計劃的重點項目。同時，各級機構出版多種土鐵路技術指導類小册子，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推

廣技術革新成果：
1. 清華大學機械製造系鑄造工藝及其設備教研組：《球墨鑄鐵鐵軌試製介紹》。 主要介紹球墨

鑄鐵鐵軌試製過程和工藝要求。 内部印刷版，1958 年。
2. 鐵道部技術委員會：《球墨鑄鐵鐵軌》。 國家技術委員會、鐵路推廣球墨鑄鐵鐵軌現場會

（1958 年 12 月 26～31 日，北京）會議資料。 内容包括球墨鑄鐵鑄造技術經驗、球化劑試用情況以

及生鐵路鐵軌及鑄鋼鋼軌的試製經驗等。 本書還列舉了技術條件和設計等參考資料。 人民鐵道出

版社，1959 年。
3. 清華大學鑄工教研組：《球墨鑄鐵鐵軌》。 介紹該教研室用球墨鑄鐵試製鐵軌的初步試驗。

證明球墨鑄鐵鐵軌完全可以代替鋼軌，而且將迅速在全國推廣。 人民鐵道出版社，1959 年。
4. 山西省機械工業廳：《土鐵路》。 簡要介紹 1958 年山西省各地群衆在大躍進中自造火車、自

鋪道軌等方面的一些技術經驗。 扼要、通俗介紹了鐵路線的修建、各種道軌的選用製作、機車與車

箱的製造、道叉的設置和機車調頭等方面的基本技術常識。 山西人民出版社，1959 年。
5. 鐵道部鐵路專業設計院（鐵道部技術委員會）：《土鐵路設計參考資料》。 包括三種書：《設計

技術條件》；《設計技術條件説明》；《設計技術參考圖紙》。 人民鐵道出版社，195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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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鐵道部鐵路專業設計院（鐵道部技術委員會）：《土鐵路曲線測設用表》。 本書是根據土鐵路

設計技術條件的規定編制的一本曲線表，介紹了測設各種曲線的簡易辦法，是修建土鐵路的一本有

用的工具書。 人民鐵道出版社，1960 年。
這一時期由鐵道部門出版的土鐵路技術指導類書籍近十種。 這似乎強化了土鐵路由“土”變

“洋”的希望。 但是，問題在於這些技術對於正在趕修鐵路的地方政府和農民來説，是緩不濟急的，
仍然存在著技術進步與實際運用間的巨大差距。

因技術和設備的限制，各地農民群衆實際上仍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搞技術革命運動，其缺陷是

非常明顯的。 其一，技術革命離開必要的投資和技術的培訓，片面強調群衆運動，造成人力、物力的

巨大浪費；其二，把專家排斥在“群衆”之外，造成技術開發主體與技術實踐主體之間的矛盾；其三，
大躍進中的所謂技術革新、技術革命無非是已有技術設計的簡單化、小型化以及製造工藝轉換的代

名詞，並没有增加多少技術含量。 没有實質性成果的技術革命運動，自然是無法持續的，轟轟烈烈

之後，必然要遭到群衆的懷疑與抵制。
1959 年 12 月 18 日，定靈鐵路在準備工作不充分的情況下，倉促動工。 在工程開始時按 1,435

毫米標準軌距進行路基施工，過了兩天改為按 762 毫米軌距施工，又過了兩天仍按標準路基施工，
過三天又改按窄軌路基施工。 12 月 31 日接到電報，又要求改按準軌路基施工。 多次反復，造成勞

動力的浪費，加上糧食緊張，影響了民工的情緒，私離工地的現象頻頻出現。 從 1960 年 2 月 15 日

到 3 月 15 日，一個月中就有 1,978 名民工私自離開工地，其中定州公社南關管理區的民工全部私自

離開。 由於缺乏管理經驗，還發生了 5 起人身傷亡事故（死 5 人，傷 1 人），民工的情緒很受影響。

有些地方在鐵路規劃與設計規劃上缺少鐵路部門的技術和人力支持。 鄭州鐵路局在勘測設計漯舞

土鐵路時，雖然參考鐵道部專業設計院推薦的 762 毫米窄軌鐵路設計草案以及森林工業部的有關

窄軌鐵路資料，但鐵路局無法提供直接的技術支持，只能對沿線幹部群衆進行築路基礎技術的短期

培訓，難以保證設計施工質量，“土鐵路的勘測設計幾乎全部是由地方自行勘測設計的。 我們路局

和土鐵路工作組經常派員深入現場對一些特别困難地區進行一些必要的指導”。類似這種現象應

該是普遍存在的。

三、部分土鐵路向地方鐵路轉變

全國範圍全民大辦鐵路的高潮只有兩年有餘。 大多數的土鐵路在大躍進之後被廢棄，卻有一

部分土鐵路通過技術改造，成為新中國地方鐵路的先河，土洋結合和由土到洋，成為技術進步的特

殊路徑。 有的著作甚至對土鐵路向地方鐵路的轉化給出肯定的評價，認為是在國家投資以外開闢

出一條新的投資渠道，是路網建設模式上有意義的探索。部分土鐵路向地方鐵路轉變，保留下這

場聲勢浩大群衆運動的部分成果。 這與新中國地方鐵路管理體制逐步明晰的過程有關，也是國家

交通產業政策調整的結果。 大躍進以後，不再是國有大鐵路一枝獨秀，地方鐵路逐漸成為鐵路網中

相對獨立的構成部分，地方鐵路管理體制也在不斷調整中穩定和成熟起來。
大躍進熱潮逐漸退去之後，不少土鐵路因存在著規劃失當、設備簡陋等問題，難以為繼。 1959

年 1 月，鐵道部副部長武競天在關於地方修建土鐵路的報告中指出，土鐵路所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地

方鐵路在規劃時與國有鐵路銜接不當，造成人力物力上的浪費。 例如，甘肅省靖遠縣修建土鐵路來

運輸寶積山的煤，已修成 4 公里線路以後，才得知國家已有修建專用線的計劃，重復建設，造成損

失。 “我們建議各省市編制土鐵路規劃時，應有鐵路局參加，這樣做可以使地方土鐵路的規劃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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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鐵路的規劃統一起來。”

針對各地土鐵路盲目上馬的情況，《人民日報》1959 年末的一篇社論指出，小土鐵路和小洋鐵

路應“由粗到細”地建設，可以“先易後難、先短後長，以便取得經驗”。中央對於小土鐵路、小洋鐵

路的態度還是比較謹慎的。 “一九五九年鐵路建設主要是加強原有幹線，積極改建現有運輸能力

不足的線路和車站，其次才是建設必要的新線和支線（包括專用線）。 各地在可能的條件下，要利

用土鐵、土鋼和球墨鑄鐵修築一部分土鐵路。”

鐵道部儘管已注意到土鐵路難以為繼，但受形勢影響，仍對地方辦鐵路持支持態度，甚至還在

不斷進行加碼。 鐵道部在制定 1960 年地方鐵路建設規劃時，繼續提出貫徹“洋土並舉、大中小結

合”和“強幹弱枝，固本簡末”的方針。 “各省安排修建的小土鐵路有五千二百公里，所需鐵軌，都由

各省自己解决。 但幫助各地修建小洋、小土鐵路，鐵道部門是責無旁貸的。”1959 年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26 日，第八次全國計劃會議討論安排 1960 年國民經濟計劃時，將交通運輸業列入必須加大

發展的部門。 二届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確定的 1960 年國民經濟計劃，把鐵路貨運量和汽車貨運量的

指標定為 7.2 億噸和 5.4 億噸，增長幅度高達 33% 和 57% ，分别接近和超過鋼產量的增幅。 1960 年

4 月，中央批准了鐵道部 1960 年修築 12,000 公里土鐵路與輕軌鐵路的龐大計劃。 為完成上述任

務，全國各地再次普遍掀起了大造鐵路、特别是土鐵路和輕軌鐵路的高潮。 儘管如此，交通運輸的

躍進計劃並没有完成，1960 年的鐵路貨運量僅比 1959 年增長 23% 。

面對這種無序的局面，毛澤東在 1959 年底到 1960 年上半年，數次表達了對小土鐵路和小洋鐵

路過快過濫的擔憂。 1959 年 11 月，在杭州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指出：“土鐵路，一是很高興，二是三

萬五千公里太多了。 要趕快减下來，搞個一萬五千公里，平均每年五千，那就很好了。”1960 年 3

月，在天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針對大躍進講了 17 個問題。 其中第 7 個問

題是：“小土鐵路、小洋鐵路問題。 這個問題極端嚴重。 把工業布局搞出來，有煤有鐵，就可以搞地

方鐵路。”這實際是在強調統籌規劃問題，不能為了建設小鐵路而建設小鐵路。中央高層對小土

鐵路、小洋鐵路盲目發展的關注，也為 60 年代初開始的土鐵路淘汰、改造奠定了基調，即在控制土

鐵路規模、提高技術標準的前提下，逐步將地方鐵路納入國家計劃管理。
60 年代初，中央政府開始啓動對地方鐵路的規範化管理工作，頒布了《關於地方鐵路工作的幾

項規定》和《關於地方鐵路資金補助辦法的規定》等一系列規章制度，對地方鐵路建設程序、技術標

準、資金來源等作了相應規定。 這些政策對各省地方鐵路的調整與完善起到了重要引導作用。 但

是，地方鐵路政策的落實並非一蹴而就，其發展進程與整個鐵路管理體制調整的步調密切相關。
在建立地方鐵路管理體制之初，鐵道部因無法從根本上理順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在相關機構設

置及職能定位上摇擺不定。 1960 年 3 月，鐵道部成立地方鐵路管理總局，負責地方鐵路的規劃和

技術指導等項工作。1962 年 11 月 12 日，撤銷地方鐵路管理總局，在基本建設總局設地方鐵路辦

公室。1963 年以後，中央政府對地方鐵路的政策轉向集中管理，鐵道部要求將地方鐵路建設統一

納入國家交通運輸的長遠計劃和年度計劃。 地方鐵路所需的機車、車輛，基建和維修所需的材料、
設備等，由國家按計劃分配並由各有關部門負責供應。 “這樣做，將在國家集中統一領導下，發揮

各地方、各部門的積極性，防止盲目修建和力量分散的浪費，使地方鐵路能有計劃、有準備地發展，
切實發揮其應有的作用。”1963 年 7 月，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出台了關於地方鐵路管理的規定：

地方鐵路的計劃，從一九六四年起應由各省、市、自治區提出，列入國家計劃。
地方鐵路原歸省、市、自治區人委、交通廳或鐵路局管理的，仍照舊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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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鐵路由鐵道部負責歸口管理，任務是：匯總計劃，技術指導，協助解决準軌機車車

輛修理，備品配件和鐵路專用器材的供應，以及有關業務方面各項問題的處理。
鐵道部為了管好地方鐵路，需要增加部内編制時，請向國家編制委員會提出。

鐵道部地方鐵路管理總局 1963 年 8 月發布的《關於 1964 年地方鐵路基建計劃問題的通知》明確規

定，凡由省（區）修建、管理並擔負地方社會綜合運輸的地方鐵路（不包括單純為廠礦企業服務的專

線，此線應按其行業歸口），均可列入計劃範圍。 1964 年基建計劃的重點放在既有地方鐵路續建、
配套等方面。

1963 年 9 月，國家計委印發《1964 年地方鐵路基本建設投資的通知》，明確地方鐵路建設納入

國家鐵路建設計劃，中央提供一定財政支持。 “從 1964 年開始，將地方鐵路的基本建設統一由鐵道

部歸口，納入國家計劃。 為此，國家安排投資 1,400 萬元……投資安排原則是：主要用於鞏固現有

地方鐵路的配套和技術改造，以保證正常運輸和提高運輸能力。”地方政府可以“拿一部分錢來安

排地方鐵路的建設，但必須報鐵道部匯總，由國家計委作為國家計劃統一下達”。1963 年底，鐵道

部又成立地方鐵路局，不再稱總局。 在鐵道部系統中，地方鐵路管理層級的不斷調整，意味著其獨

立性下降。 就此而言，地方政府對鐵路建設的主導權被大幅度收束。
由上述地方鐵路政策演進歷程可以看出，60 年代初，各地的土鐵路經歷了大浪淘沙式的由盛

到衰的過程。 1959 年起，經過三年的調整，地方鐵路數量有所减少，保留下來的鐵路在線路質量、
技術標準上均有所提高；從政策層面而言，將其納入地方鐵路網的趨向更加明確。1965 年以後，地
方鐵路管理體制逐步理順。 鐵道部認為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加快地方鐵路新線建設，並預計到當年

年底全國地方鐵路可達 44 條，2,016 公里，完成貨運量 680 萬噸，客運量 400 萬人次。在“三五”和
“四五”期間，地方鐵路隨著工農業的發展又出現一個新建設高潮，1966 ～ 1975 年 10 年間，全國地

方鐵路新建通車里程 3,300 多公里。 進入 70 年代後，地方鐵路的發展才放慢了速度。

在中央政府相關政策影響下，地方政府也逐步開始對現有的鐵路進行改造和調整。 1962 年以

後，河南省根據黨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拆除多條設備簡陋、難以維持正常的土鐵路，
並對保留下來的漯（河）舞（陽）、新（鄉）封（丘）、濟（源）克（井）、開（封）柳（園口）四條土鐵路進行

技術改造，更換為鋼軌和混凝土軌枕，更新車輛設備，基本上實現由“土”轉“洋”，並繼續修建湯

（陰）濮（陽）、濟（源）沁（陽）、方（莊）修（武）等線。1960 年成立河北省地方鐵路管理局，河北省政

府直接提供財政撥款，鐵道部提代的舊鋼軌、舊設備，每年達幾百萬元。 1962 年後，停建的有 3 條，
長 240 公里，建成後運營一段時間又拆除的有 3 條，長 35 公里。因臨近北京，能得到比較直接的技

術支持，發展比較迅速，地方鐵路規模不斷擴大。 到 1985 年底，河北共建有地方鐵路 28 條，1,400

多公里，除去拆除和移交國有外，仍保有地方鐵路 14 條，路線總長度為 730 多公里，居全國第二。

從上個世紀末地方鐵路路網的格局來看，大躍進時期所修的土鐵路能够存留下來並繼續延伸、
發揮作用的大都是與鐵路幹線相連的線路。 河北、河南沿京廣線兩側的地方鐵路大多屬於這種類

型。 河北省邯鄲地區的野河—邯鄲—館陶線，全長 240 公里，西接太行礦區，中間與京廣幹線交叉，
東聯冀南平原地區的十個縣城。 河南省許昌地區的禹縣—許昌—鄲城線，全長 290 公里，西起豫西

煤田，接通十多處地方礦山，在許昌和京廣鐵路幹線相交，貫通兩個地區的兩市、九縣。漯舞鐵路

為河南省修建較早的窄軌地方鐵路，始建於 1959 年。 1961～1966 年對線路進行了全面改造，用 18

公斤/米鋼軌換下生鐵軌，用鋼筋混凝土軌枕換下木枕。 1969 年與新建的南陽至舞陽地方鐵路接

通，合併為漯南鐵路，1995 年改建為準軌。 它西接平頂山至舞鋼鐵路，東連漯河至阜陽準軌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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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開了京廣鐵路孟廟限制口，實現了豫西礦區與華東的直通分流運輸。

四、關於群衆性技術革命的討論

以生鐵為軌的土鐵路如今已不復存在，但是，近代以來關於如何發展交通仍然是個争論不休的

話題，以群衆力量修築缺乏生存基礎的土鐵路只是其中的小插曲，它的價值在於中國民衆對運輸革

命企求的特殊表達方式所折射出的深層次觀念體系。
在大躍進的時代背景下，“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已經形成全民性的群衆運動”。 這對於决策層

而言，可能會發出錯誤的信號，中國傳統的“糾錯”式、以經驗為基礎的技術進步傳統被激發出來。
圍繞土鐵路的技術問題，召開不同規模的“現場會議”成為這種技術進步的演示平台。 這種“技術

革命”和技術推廣的模式，體現了追逐現代交通網絡的夢想，以低成本的方式實現現代鐵路所承擔

的經濟功能，這也成為“大躍進”時期“技術革命”的目標所向，其背後是脫離實際的經濟發展高指

標。 虚幻的經濟目標，必然帶來偏離現代技術革命本質的發展路徑。 發動群衆，進行所謂現場交

流，成為群衆性“技術革命”的路徑和舞台。 毛澤東從發動群衆的目標出發，鼓勵在“技術革命”過
程中重視經驗交流。 他在一份批示中曾這樣強調現場會的重要性：“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現

在已經成為一個偉大的運動，急需總結經驗，加強領導，及時解决運動中的問題，使運動引導到正確

的科學的全民的軌道上去。 這種調查、研究、總結的工作，在今年三、四、五三個月内要基本做完。
由中央各部委黨組，各級地方黨委及各部門黨組分頭去做，並要開規模較大的現場會議。”毛澤東

還強調，“放手發動群衆，大搞群衆運動，堅持自力更生、土洋結合、由土到洋的方針，就一定可以找

到一條高速度發展我國科學技術的道路。”在自力更生、以土為主、破除迷信“洋”的語境下，無論

怎麽講“土洋結合”都只不過是一種虚無縹緲的説辭。 革命熱情同技術革新有機結合的技術倫理

激勵模式，藴含了中國注重“工有巧”的思想傳統，這種激勵模式只有在我國特定的文化環境中才

能創造出來。 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還有很大的慣性，大躍進時期的土鐵路熱潮，並未改變“以道馭

術”的傳統格局。

有學者認為，大躍進時期的技術革命，抛開知識分子，以缺乏基本科學常識和缺少實驗設備的

群衆來推動。 但從 1958～1964 年土鐵路技術革命的發展軌迹來看，並非如此簡單。 在早期，基層

群衆是修築土鐵路的主體，也是發明一些土鐵路所需設備的“創造者”；但到後期，中央政府介入越

來越全面，科研機構和國有企業成為土鐵路所需設備的主要提供者，技術革命的主導者是政府和真

正的科研工作者。 這一趨勢是否在其他行業（如煉鐵）存在，尚待進行更為深入的探究與比較。 鐵

路的網絡產業特殊性，政府對地方鐵路管制力度的加強，應是理解為何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重視其

技術發展和改善管理的重要視角。 由於存在著多元化的建設、管理主體，這種政府支持和科研機構

參與下的“技術革命”，實際效果非常有限，技術推廣意義微弱。 所以，在 1961 ～ 1965 年，鐵道部對

於土鐵路的發展與改造，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其一，技術上由“土”而“洋”。 大造土鐵路並非真

正的以土為主，而是轉向所謂的“洋”，這種“洋”又不是執行國有鐵路的技術標準，而是接近於國有

大鐵路的“小洋”。 顯然，這不是鐵路技術發展的正常軌迹，而是基於中國缺乏鐵路設備的實際狀

況，通過動員機制，激發研究動力，發動不同層次“技術革命”，開發替代性產品。 其二，強調路線規

劃的長期性。 鐵道部認為，各地土鐵路的路線設計具有明顯應急性，往往會背離鐵路選線的基本原

則，要麽缺乏基本的客貨源，要麽是斷頭路，無法與其他交通工具連接。 因而，地方鐵路的建設應納

入國家路網規劃之中，使之成為國家路網的組織部分，地方鐵路可以成為國有鐵路的補充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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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躍進時期雖然催生了新中國的地方鐵路，但是，這是一條艱辛之路。 地方缺乏基本鐵路規劃

建設和鐵路管理力量，自然會造成地方鐵路與國有鐵路之間巨大的技術差距。 這種差距的制度根

源在於近代以來的集權化管理體制一直被視為中國鐵路發展的必然選擇，地方政府難以成為發展

鐵路的主體力量，即便個别省份地方鐵路規模比較大，依然是處於國有鐵路網的附屬地位。 進入

21 世紀之後，衆多的地方鐵路因經濟效益差被拆除。 反思歷史進程，可以審視技術進步與群衆運

動間潜在而複雜的關聯性，大躍進時期農村、工廠、礦山的軌道化運輸不只是體現出民衆對技術革

命的空想性認知，而且也反映出民衆對技術進步的焦慮以及由此產生的急躁心態。 其背後應是近

代以來中國科技發展歷程中不可忽視的慣性。 對傳統經驗的依戀與對超前發展的期望相交織，這
是一股特殊的潜流。 或許，這種慣性還會以其他形式表達出來，如當下對高速鐵路的過度追求。

①大躍進時期的技術革命已受到學者的較多關注。
已有的成果包括朱雲河：《“大躍進”時期中國農村的

技術革命運動》，北京：《中共黨史研究》，2010 年第

11 期；茅堅鑫：《“大躍進” 運動中的工業 “技術革

命”》，江蘇鎮江：《江蘇大學學報》，2013 年第 4 期，
等等。 但相關研究成果尚未對技術要求高的鐵路進

行專門系統研究。
②《土鐵路———地方運輸的新生力量》，北京：《人民

日報》，1959 年 1 月 4 日。
③④人民鐵道出版社編：《歷史上的創舉縣辦鐵路》，
北京：人民鐵道出版社，1958 年，第 1～2 頁；第 11 頁。
⑤河北省地方鐵路局史志編寫委員會：《河北省地方

鐵路史》，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 年，第

90 頁；《中國地方鐵路資料匯編》（内部版），北京：中
國地方鐵路協會籌備組，1983 年，第 51 頁。
⑥《中國地方鐵路資料匯編》，第 17 頁；第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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